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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海基會委託專題報告】 

中共國安法制對在陸臺灣民眾與臺商的影響 

游智偉(中央警察大學公共安全學系副教授) 

 

摘要： 

 習近平上任後，中共不斷地推動國家安全法制的修法，除

進一步完善各種資料的機密等級外，更逐漸將防範間諜

行為的責任從公部門(例如國安部或公安部)轉嫁到企業

法人與自然人身上。 

 中共逐步頒佈相關獎勵辦法，提高大陸民眾主動檢舉或

自首的動機，除反應中共對政治安全的憂慮，也反應社會

輿論空間正因國家安全因素被壓縮。 

 中共公佈第三份對臺政策白皮書，暗示經濟利益或發展

需要須從屬於國家主權與安全利益，因而可能配合其政

策或情勢需求，要求臺灣民眾承擔相應的義務，特別是對

兩岸關係與國家安全法制的遵守及貢獻。包括：要求表態

支持兩岸統一、緊縮言論空間、強化監視與查核言行舉止、

要求臺商更具體地貢獻與協助大陸經濟發展、要求臺灣

民眾為促進兩岸關係提供更具體的協助等。 

 在美國所主導的種種技術輸出禁令下，不排除當中方無

法取得歐美企業的技術或設備時，陸企會透過相關法制，

嘗試取得臺商的協助。 

 

一、中共國安法制的近期發展 

    習近平上任後，不斷修訂國家安全法制，其修訂係以

2011 年 2月的刑法第八修正案為基礎，以修法與行政命令填

補刑法第八修正案中 102 條至 113 條的漏洞，相較於習近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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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任期的修法著重「物防」與「技防」，因而將重點放在《國

家安全法》、《網路安全法》及《數據安全法》，並透過行政命

令的頒佈強化《保守國家秘密法》的界定範圍，但近年則更

著重人防，嘗試將反間諜與反情報的責任施加在一般民眾與

私部門，因而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頒佈《反間諜安全防範工作

規定》與《公民舉報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獎勵辦法》，嘗試將維

護國家安全的責任賦予社會大眾及私部門。 

《反間諜安全防範工作規定》要求中共國家安全機關負

責反情報的業務指導、督促檢查責任；行業主管部門負責監

督管理；機關、團體、企業事業組織與他社會組織負有主體

責任，並需負責培訓與執行規定、健全制度與動態管理、履

行安全職責與網路安全防範。而《公民舉報危害國家安全行

為獎勵辦法》則鼓勵民眾舉報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、明訂獎

勵舉報的條件、方式、標準與途徑，從這兩份文件來看，中

共嘗試以各種方式強化社會大眾的保防意識，並將保防責任

逐步轉嫁至私部門或個人身上。同時，最晚自 2020 年開始，

中共也不斷透過運動式治理，以各種教育、座談會或紀念日

的舉辦強化民眾與私部門在反情報業務上的責任，例如透過

座談會或視頻宣傳前者，再如透過公佈「典型案例」，大規模

進行宣傳與教育，並傾向揭露「自首」案例，呈現中共官方

處理類似案例的寬大。 

從近年中共對相關案例的宣傳來看，中共更在意一般民

眾在不經意間違反國安法制的可能性。因而，多數宣傳案例

均針對一般民眾，且其敘事邏輯也有高度相似性：境外間諜

組織透過網路交友與大陸民眾建立關係，並因此協助拍照或

透露訊息，最後因被他人警告後主動自首。類似故事情節除

有助於中共提行民眾勿違反國安法制之外，也顯示北京更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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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一般民眾或私部門—而非可接觸機密資訊的公務人員—

誤觸國安法制的可能性，以及強調自首的減刑或舉報可獲得

的表彰。 

另一方面，相關案例的宣傳反應出「國家安全」的定義

被逐步擴大，從傳統的反情報活動擴張到任何可能有害政治

安全的行為。實際上，近年不少宣傳案例的內容與傳統認知

的「國家安全」關聯性不高，但卻均被定義為違反國家安全

的行為，例如 2020 年 4 月 17 日的人民網刊登案例：外籍人

士艾某頻繁捕捉昆蟲放入玻璃容器，並拍照記錄，遭民眾舉

報。此案的處理內容仍過度擴張國家安全定義。此傾向反應

中共對政治安全的憂慮正在提升。 

整體來說，上述國安相關法律的修正，除因應法律的過

時之外，也為進一步鞏固政治安全。其手段除重新規範公部

門機密等級與公務人員的保密義務，更進而將反情報的責任

附加予社會大眾，因而也不斷地強化對社會的宣傳、教育，

並定期公布相關案例以強化社會大眾的保防意識。然而，此

趨勢卻可能令在陸臺灣民眾與臺商面對更嚴峻的環境，因為

權利與義務往往是相伴而生，當中共賦予在陸臺灣民眾與臺

商同等或優於大陸民眾的待遇，在其政策或情勢有需求時，

也會要求臺灣民眾與臺商承擔相應的義務。 

 

二、對在陸臺灣民眾與臺商的影響 

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的訪臺與中共第三份對臺政策

白皮書的公布標誌著中共對臺政策的典範轉移。過去中共對

臺政策擺盪在經濟利益與主權原則之間，多半會以經濟發展

為優先，但第三份對臺政策白皮書的內容則顯示著其轉而認

定經濟發展必須從屬於主權完整與安全利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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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中共的國安法制的內容與其實踐來看，中共可能會依

據《國家安全法》、《間諜法》與《反間諜安全防範工作規定》

要求在陸臺商實施國家安全教育與履行反情報規範，相關部

門更可能同步強化對在陸臺商日常營運與內部管理的監督

及介入，以要求在陸臺商肩負更多作為中國公民的「義務」。

這些義務可能包括：要求表態支持兩岸統一、緊縮言論空間、

強化監視與查核言行舉止、要求臺商更具體地貢獻與協助大

陸經濟發展、要求臺灣民眾為促進兩岸關係，例如「統一」

民族大業，提供更具體的協助。 

考慮到大陸經濟與社會情勢的變化、中共面臨的國際壓

力日增與兩岸關係的緊縮，前述趨勢的影響可能將進一步外

溢至各種層面。首先，美「中」貿易戰後，中國大陸經濟成

長面臨瓶頸，近期地方金融問題叢生，再加上極端氣候的影

響，中共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下降，面臨問題卻日益複雜，

難免促使渠等不僅減少優惠待遇，也嘗試對境外人士及企業

一視同仁，除擠壓出更多資源因應困境，也減少大陸民眾的

相對剝奪感與不滿。 

其次，在美中貿易戰爆發後，中共與國際社會在價值觀

與經貿政策的摩擦與衝突也不斷浮現，前者例如雙方對人權

與主權的觀點不同，後者則如國有資本干預市場造成的不公

平競爭與商業間諜等行為。隨著雙方摩擦的增加，中共面臨

的國際壓力越強、外資對中國大陸的投資也逐漸轉向。在此

背景下，中共可能嘗試透過在陸臺商取得發展所需的設備與

技術，以維持經濟成長。 

此脈絡可能引出一系列的政策與作為，可能的劇本之一

是大陸民眾或企業的舉發與介入。在一些科技產業的技術上，

不論是生產或管理技術及知識，臺灣廠商仍有相當競爭力，

在美國所主導的種種技術輸出禁令下，臺灣廠商往往成為陸



5 
 

企嘗試獲取技術的對象之一。因而，不排除當中國大陸無法

取得歐美企業的技術或設備之際，陸企—特別是具有官方背

景的企業—透過相關法制嘗試取得臺商的協助。 

 

三、結論 

2018年也許是中國大陸發展路徑發生根本轉折的一年，

面臨的內外情勢與經濟條件皆逐步惡化。隨著中共面臨的國

際局勢與國內經社情勢的變化，國安相關的制度與法規的修

訂及執行將逐漸影響並緊縮在陸臺灣民眾及臺商的言論與

選擇空間，特別是隨著裴洛西訪臺後，中共對兩岸關係及臺

海現狀的定義變化，要求在陸臺灣民眾與臺商肩負更多的義

務是極其可能發生的趨勢。 

 


